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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实学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改革思潮与城市

市民的启蒙思潮所构成。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在南

方当推李贽( 1527—1602 年) 、黄宗羲( 1610—1695

年) 、唐甄( 1630—1704 年) 等人 ,而在北方恐怕就要

数太原的傅山( 1607—1684年) 了。

傅山尊李贽为“李卓老”,多次引证“卓老之论”,

以“异端”自居 ,公开针对宋明理学和封建专制主义

发表“反常之论”,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转变,

具有“近代指向”的启蒙意义。

一

明清之际 , 实学家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批

判 ,首先是一个由重视群体价值向重个体价值的转

变问题。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,既是群体,又是个

体。所以 ,人的社会价值 ,既有群体价值 , 又有个体

价值,二者是互相补充、互相促进的。为了维护封建

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 , 宋儒过分地强调群体原则 ,

使个人价值只能在群体价值中即通过“礼治”与“三

纲”网络才能实现 , 表现出一种以群体价值压抑个

体价值的倾向,造成人性扭曲,心理变形,思想禁锢,

人格丧失 ,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大批“为狗为鼠”的奴

性人物。这些奴性人物因循守旧、苟安偷生,缺乏独

立人格和创新意识。这种重群体轻个性的价值观 ,

必然造成对个人的自由和独创精神的排斥 , 必然严

重地阻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

于是 ,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, 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

实学家便萌发了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新

思想。

李贽曾多次表示,他既不作孔子的“书奴”,亦不

作佛、道的“彼家儿孙”。他对“奴儒”批评说:“儒先臆

度而言之 ,父师沿袭而诵之 ,小子朦聋而听之 , 万口

一词 ,不可破也 ;千年一律 ,不自知也”(《续焚书》卷

四《题孔子象于芝佛院》) 。其实,他们“尊孔子不知孔

夫子何自可尊, 所谓矮子观场, 随人说研, 和声而

已。”这如同群狗狂叫一样,“因前犬吠形,亦随之吠

之,若问以吠声之故,正好哑然自笑也已”(《续焚书》

卷二《圣教小引》) 。傅山进一步发挥李贽的高扬个

性、痛斥奴性的进步思想 , 指出“不拘甚事 , 只不要

奴。奴了,随他巧妙雕钻,为狗为鼠已耳。”(《霜红龛

集》卷三十八《杂记》三) 在他看来 , 在人间不管做什

事情,都要保持独立人格和独创精神,万不可奴气十

足。一旦“奴了”,便会丧失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。在

“权”、“钱”面前 , 只是虚伪造作 , 跪伏顺从 , 大言取

名,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尊严,就由人变成了如狗

如鼠的“奴物”了。对于这些“奴物”,必须揭露和“扫

荡”。他说:“天地有腹疾,奴物在其中。神医须武圣,

扫荡奏奇功。”(《《霜红龛集》卷九《读史》》) 于是,傅

山自觉地肩负起扫荡“奴物”的历史使命,敢冒“好骂

人之( 恶) 名”,全面地批判与揭露了“奴物”的社会危

害性,为根治“奴物”这一天地间的腹疾建功立业。

( 一) 批判“奴儒”。在《学解》一文中 ,他发挥荀

子《非十二子》的批判精神 , 认为“荀( 子) 以此非思

( 子思) 、孟( 孟轲) 则不可 , 而后世之奴儒实中其非

也。”后世奴儒“非”在何处呢?“非”在“觉以见而觉,

而世儒之学无见 ,无见之学 ,则瞽者之登泰山 , 泛东

海 , 非不闻高深也 , 闻其高深 , 则人高之深之也。”

(《《霜红龛集》卷》三十一) 傅山指出:

“奴儒尊其奴师之说,闭之不能拓,结之不能觽,

其所谓不解者,如结䙌也,如縢篋也。至于才剧志大,

傅山的“反常

之论”与实学的“近代指向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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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不然。本无才也,本无志也,安得其剧大? 本无闻

见也,安得博杂也? 沟犹瞀儒者,所谓在沟渠中而犹

犹然自以为大 ,盖瞎而儒也 ,写奴儒也肖之 , 然而不

可语于思、孟也。”(《《霜红龛集》卷》三十一)

傅山所谓“奴儒”, 是指后世儒者所写所讲皆是

“奴师之说”, 而自己则毫无开拓意识和学术创新 ,

完全为“奴师之说”所禁锢 ,“闭之不能拓 , 结之不能

觽。”这是对“世儒之学无见”的真实描绘。“奴儒”本

是奴性十足的“无见之学”,但他们却把自己吹捧为

“才剧志大”的渊博学者。其实,在傅山看来,他们不

过是坠入沟渠中的“无才”、“无志”、“无闻见”的“瞀

儒”或“瞎儒”,既看不见沟渠中的东面 , 也看不见沟

渠外的无限世界 ,他们所见所闻 ,只是他人的“高之

深之。”所以 ,傅山批评说 :“后世之奴儒 , 生而拥皋

比以自尊,死而从祀以盗名。其所谓闻见,毫无闻见

也,安有所觉也!不见之觉,幾之微固难语诸腐儒也。

若见而觉 , 尚知痛痒者也。见而不觉 , 则凤痺死尸

也。”(《《霜红龛集》卷》三十一)“奴儒”是一群“见而

不觉”、“欺世盗名”的“凤痺死尸”。

在《杂记一》中 ,傅山进一步反对“奴儒”在经书

注疏中讨生活。依傍儒家经书注疏 , 是“奴儒”的重

要表现。他指出:

“今所行五经四书注 ,一代之王制 , 非千古之道

统也。注疏泛滥矣 , 甚精处非后儒所及 , 不可不

知。”

“读理书 ,尤著不得一依傍之义。大悟的人 , 先

后一揆 ,虽势易局新 ,不碍大同。若奴人 , 不曾究得

人心空灵法界 , 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 , 说我是

有本之学 , 正是咬齫人脚后跟的货 , 大是死狗扶不

上墙也。”(《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六》

傅山主张读书少而精、“以见而觉”的悟法,“究

得人心空灵法界”,把握古书的“精处”,做一个“大悟

的人”。而“奴儒”则在“注疏泛滥”的时代,“单单靠定

前人一半句注脚”讨生活 , 本“是咬齫人脚后跟的

货”, 反而自诩是“有本之学”, 真“是死狗扶不上墙

也”,实乃可笑又可悲!

在《听道学者归寓作》( 五言律) 中,他批评道:

“依经无古佛 ,顿悟有仙儒。故纸亦罔罟 , 癡人

为佃鱼。甲兵谈得似,羽扇执耒殊。

诸葛真名士,凤流不煗姝。(《霜红龛集》卷七) ”

傅山认为“奴儒”单单依傍宋儒“一半句注脚”,

而不能通过“悟顿”把握四书五经的真谛 , 是不可能

成为诸葛亮那样的“仙儒”的 ,不过是故纸堆里的咬

文嚼字的“佃鱼”而己。他们是一群完全无用的“甲兵

谈得似,羽扇执耒殊”的书呆子。

( 二) 批判“奴君子”。傅山认为 ,奴性人物除了

“奴儒”外,还有一种更为可恶的“奴君子”,即貌似君

子而实为奴才的小人。他在《书宋史内》一文中指

出:

“一切文武病,只在多言。言者名根,本无实济。

而大言取名。侭却自己一个不值钱的物件( 指嘴巴)

买弄( 卖弄) 拗斫 ,犹可言 ;又不知人有实济 , 乱言之

以沮其用,奴才往往然。而奴才者多,又更相推激,以

争胜负,天下事难言矣。偶读《宋史》,暗痛当时之不

可为,而一二有廉耻之士又末必中用。奈何哉! 奈何

哉! 天不生圣人矣,落得奴才混帐。所谓奴才者,小

人之党也。不幸而君子,有一种奴君子,教人指摘( 指

责) 不得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一) )

傅山反对“儒者之不济事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二十

六《读管子》) , 提倡“家有其治 , 治有其学 , 学有其

才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二十八《傅史》) 他在《书宋史内》

一文时,指出宋朝所以亡国,是“天不生圣人矣,落得

奴才混帐。”“所谓奴才者,小人之党也。”他们“更相

推激,以争胜负,天下事难言矣。”偶有一二君子(“廉

耻之士”) ,也是“一种奴君子”,“又末必中用”,“教人

指摘不得”,更为可恶。傅山认为“明不是亡于满而

是亡于奴”的观点,真是一针见血,入木三分!

( 三) 批判“腐儒”( 或“腐奴”) 。傅山发挥荀子的

“法后王”思想,肯定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。他

在《庄子·天地篇》批注中指出 :“世日异 , 而治日变 ,

时然乎哉!”社会日新月异,治国之法也应随之改变,

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。根据这一历史进化论 , 傅

山批驳了“腐儒”的“欲复三代之道”的观点,指出:

“腐儒欲复区区三代之道 , 亦已陋矣 , 而又往往

以其道与时亢,不信其志非不善也,而混沌毕意不能

再活。”(《庄子批注》)

傅山认为“腐儒欲复区区三代之道”, 愿望虽说

是善良的 , 但他们“以其道与时亢”, 则是不合时宜

的, 不过是幻想而已。正如混沌被凿上七窍不能再

活一样,“三代之道”已逝,再也不会复返了。所以,傅

山评之曰“亦已陋矣”,被斥之为不合时宜的“腐儒”。

傅山虽然承认“古学不可废”,提倡“执古御今”,

但是他反对“腐儒”的“泥古”行为。指出:

“泥古者似尝知古矣,竞竟原不曾得古人原委苦

心,从半路里看得俗儒一句半句省事话,说遥末作捷

径,以恐恫人。作声名者,可笑之甚,而自诧其精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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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道不胜与辩, 即辩之亦不信。(《孙郅藏傅山手稿

照片》) ”

傅山指出“泥古者”好像懂得古学,其实,他们根

本不知“古人原委苦心”, 只是“从半路里看得俗儒

一句半句省事话”,将它以“遥末作捷径”, 把自己打

扮成博学专精的样子 ,“以恐恫人”。这种故作声名

的“泥古者”,实在是“可笑之甚! ”他们也是一群缺

乏独立思考、为“古学”所役的“腐儒”。

( 四) 傅山批判奴性 , 除上述“奴儒”、“奴君子”

和“腐儒”三类奴性人物外,针对明清之际的现实,还

痛斥了“降奴”。生于明清之际的战乱年代,“坚苦持

气节”的傅山,以“义蜂”自喻,诗曰:“群蜂失其主,浩

荡往来飞。苦螫撩人打,甘心得死归。穿花红乍落,

人树绿全腓 ,烧睫君臣泪 ,无从湿道衣。”(《霜红龛

集》卷七《义蜂》) 对于那些丧失民族气节 , 厚颜无耻

地顺从异族统治的人 ,则一律斥之为“降奴”。对于

那些坚守民族气节的人 ,则大力歌颂之。当他听到

为故国而自缢于楼者时,颂曰:“生平羞坠泪,为尔不

禁流。白眼甘长夜,青蠅弔暮秋。悬梁生有志,怀壁

死难休。魂冷栏杆里,依希王粲楼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

七《义蜂》) 当他得知因遭乱而入山自耕者时,认为此

人“极可敬”,诗曰:“老弟力农亩,求兄之偶难。胼胝

沙塞瘠,吟啸陇云寒。我荒即我土,谁帝复谁官。无

终老田叟,迳用伐鸟恒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七《不死》)

并且告诫他的儿子:“传家文武干, 元魏说修期。亦

似男儿槩 ,终嫌志气卑。高才生不偶 , 落魂死其宜。

重念君臣义,春秋自一时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七《示两

郎》) 这是傅山对其后代的谆谆教诲,殷殷期望。

在文学艺术上 ,傅山反对“摹拟”、“抄袭”和“一

意雕琢”,提倡“依傍不依傍。”所谓“依傍”,即主张继

承前人的正确东西 ;所谓“不依傍”, 即修正、补充和

发展古人。这是一个辩证法命题。“依傍不依傍”命

题 ,实际上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开拓创新精神。正如

傅山所云:“一扫书袋陋,大刀阔斧裁。号令自我发,

文章自我开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十四《哭子诗·文章》)

这同王夫之的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傅山批奴性的“反常之论”, 从本质上是为冲破

一切封建罗网、迎来中国近代社会曙光的大声呐

喊。不把人从封建社会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 , 使

之成为具有创新意识、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人 ,

要想完成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转为近代资本主义

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。

二

傅山痛斥奴性,集中于封建主义的“三纲”之教。

所谓“三纲”,是指封建统治者提倡的“君为臣纲 , 父

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而言。

在人性论上, 傅山是荀子性恶论的继承者和修

正者。傅山针对宋儒贬斥荀子性恶论而褒扬孟子性

善论的倾向 , 公开赞扬荀子“《性恶》一篇 , 立义甚

高。”(《荀子校改》) 他赞成荀子的“化性起伪”的“性

伪合”的观点。指出:“宋人之所谓理者,似能发明孟

子性之义,以为依傍大头颅,并不圆通四炤。理之有

善有恶,犹乎性之有善有恶,不得谓全无恶也。”(《孙

郅藏傅山手稿照片》) 他肯定性有善有恶 , 理亦有善

有恶,才是“圆通四炤”的人性论。宋儒依傍孟子的性

善论 ,只讲善不讲恶 ,只讲善理不讲恶理 , 只讲天理

不讲人欲,是一种片面性观点。

傅山认为人生而具有追求物质生活的自然欲

望。人的这种自然本性,连读书人也不能例外。他在

释“贼”字时指出:“贼本从则从戈。则声,俗作贼,遂

通谓贝戎贼矣。⋯⋯见贝而兴戎心, 无论亲疏皆有

之,读书之人犹不免焉,而独归之跖、蹻之偷,冤矣。”

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八《杂记》三) 又指出 :“惷之心

动,亦有女怀春,妙字,不必以淫心斥之。”(《霜红龛

集》卷三十七《杂记》二) 男女相爱,爱情至上,都是人

的纯真自然之情的表露。孟子“公刘好货”、“太王好

色”和“文王好勇”,都是人性善中有恶、圣人为恶的

证明。这种追求物欲的自然人性论,不只是“跖、蹻之

偷”和匹夫匹妇,连圣人也包括在内。

傅山对古代社会“三纲”之教的批判和否定 , 是

以他的“真情至性”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。他说:“从

来忠臣孝子,非忠于其君,孝于其亲,性情之事,不得

单复究之,自忠自孝耳。自忠自孝,乃所以忠,君当奈

之何? 不能不尔者,孝亲也。”(《孙郅藏傅山手稿照

片》) 傅山所谓“自忠自孝”,是指臣之忠于君、子之孝

于亲,是人生而具有的“真情至性”的自然流露,既不

为外在名利所支配, 也不为外在权势所威逼。离开

“真情至性”讲忠讲孝,皆是假忠假孝,是一种虚伪的

欺骗。

傅山从他的“自忠自孝”人性论出发 , 在君民关

系上,主张君与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他在阐释《易》

之“不事王侯”时,指出:

“王侯皆真正崇高,圣贤不事,乃为高尚。其余所

谓王侯者,非王侯而不事之,正平等耳,何高尚之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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苟图衣食之人 , 看其所事者为王侯 , 自命为攀龙附

凤之人 , 故便以高尚无用之名遗人 , 其实以用世之

才自命耳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一《读经史·蛊上

解》)

在这里 , 傅山以“平等”为依据 , 将王侯分为两

类:一类王侯是品格崇高如圣贤 ,不用人侍奉 , 与民

平等,这是真正的王侯;一类王侯不是真正王侯,“非

王侯而不事之”,正是平等的表现。在他看来 , 具有

崇高之名的王侯 ,不是“尊而可以常有”的。他认为

那些徒具“高尚无用之名”的王侯是“礼乐何多士,崇

高尽独夫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七《与眉仁夜谈》) 对于这

些“崇高尽独夫”的人,自然不应侍奉他们。

傅山依据他的“真情至性”的观念 , 十分赞赏敢

于蔑视贵贱之分的李白。他说:“李太白对皇帝只如

对常人 ,作官只如作秀才 ,才成得狂者。”(《霜红龛

集》卷三十六《杂记》一) 这是对李白的“安能摧眉折

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诗句的正确解读。狂者

李白是他的“真情至性”的自然表现 , 不是故意装出

来的。

傅山在诠释《老子》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”时 ,

深刻地阐明了君民人格平等的思想。他说:

“圣人果何乐乎上人、先人而欲之? 不得已而上

作之君 ,先作之师。上之者 ,欲其人之安于下也 ;先

之者,欲其人之从于后也。若处上而人重之,则民难

戴;处前而民害之,则民不利。皆非天所以作君、作师

之心。下之、后之,为民也,非自为也。不然则以虚嘴

憩舌,卑躬劬劳,哄著做帝王,几时是下场头!

若不细推乐求不厌之义, 则是圣人以乡原之法

骗帝王之位耳。民若无乐推不厌之主,则‘时日曷丧’

而乱矣。故以乐推验圣人之在宥耳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

三十二《读子·老子》)

从这段文字中,傅山赞成老子的作君、作师应以

平等身份下之于民,后之于民,做到“为民也,非自为

也”。只有这样,帝王才能成为民之“乐推不厌之主”。

如果先之于民,上之于民,高高在上,压迫人民,民非

但不拥戴,反而会害之,造成帝王与百姓的尖锐矛盾

和社会暴乱。在社会矛盾和暴乱面前, 为了维持自

己的“帝王之位”,只能“以虚嘴憩舌,卑躬劬劳”手段

欺哄民众,“哄著做帝王,几时是下场头!”这种“以乐

推验圣人之在宥”的思想,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·

原君》篇中所阐释的“天下为主、君为客”和唐甄在

《潜书》中所论证的“君不下于民,是为君亢”的思想,

都是对封建专制君权的公开挑战与否定。

在批判封建君权的社会思潮中,傅山的“反常之

论”,更具有近代启蒙的特色。他在《荀子批注》中,不

仅公开否定荀子的“非圣人莫之能王”的观点 , 而且

还大胆地提出了“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”的思想 ,

从而打破了君民之间的尊卑界限。这是城市市民争

取政治权力意识的反映, 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

步意义。

在君臣关系上 ,傅山亦公开向“君为臣纲”的传

统观念提出批评。他说:“非其君而君之,曰‘礼也’,

非礼也;而有不君之,‘非礼也’,礼也。”如果“非其君

而君之,忠丧世,世亦丧忠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一

《礼解》) 他把君主分成合格的君主与不合格的君主。

随着时代的变化, 君主自身亦在变化。是否忠君是

以时代变化和君主是否合格而定的。臣忠于君是有

选择权力的,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。“非其君而

君之”,在统治者看来是“非礼也”, 而傅山则认为这

是“礼也”。他在阅读欧阳修的《五代史》时,指出五代

“无真正天子”,“王彦章粗莽俗汉, 亦仅死事耳”,无

甚奇节高行 ,欧阳修“特立“死节”之目 , 全未推敲于

所事所死者为谁也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一《读经

史·五代史》) 这是违背“臣亦择君”原则的,从而提出

了批评。这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·原臣》篇中所阐

释的臣是“君之师友”而非“君之仆妾”、臣“为天下 ,

非为君也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由赵宝琴、李月琴主编 ,山西

出版集团、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《傅山纪念文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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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山在批判“君为臣纲”的同时 , 也把批判矛头

指向了“父为子纲”。指出 :“非其亲而亲之 , 曰‘礼

也’,非礼也;而不亲之,‘非礼也’,礼也。”(《霜红龛

集》卷三十一《礼解》) 儿女对父母的“孝道”, 并不是

绝对的,而是有条件的。他虽不反对“孝道”,但他反

对礼教中的不合人性的“孝道”。傅山根据他的“真

情至性”论,把“孝”分成“真孝”与“假孝”两类。他说:

“父母之于子,未尝不真者也;而子之于父母,容

有不真者矣。故色真敬真 ,唐园亲腹 , 亲乐 ;鼎养亲

腹,亲乐。色不真敬不真,唐园亲腹,亲不乐;鼎养亲

腹,亲不乐。”

“又尝论之:立身扬名 ,显亲于后世 , 顾云孝也 ,

而不若及事其亲之时 , 服劳甘滫 , 愉色婉容之为真

孝之真,可以得亲之欢心也。呜呼! 人不思及承颜之

时 , 冀得亲之一欢一笑 , 而但期博一身后之名于其

亲也 ,推是心也 ,则必有贼其亲之心者矣。”(《霜红

龛集》卷三十一《讲游夏问孝二章》)

傅山认为“养亲”固然重要 , 更重要的“色真敬

真”,真正做到“敬亲”。只有父母在世时,做到“服劳

甘滫,愉色婉容”,博得父母欢心,才是“真孝”。而那

些不能做到使父母在世时欢乐 ,而追求“立身扬名 ,

显亲于后世”的做法,是一种“贼其亲之心”的虚假之

孝。前者是傅山所称赞的,而后者则是他所反对的

“假孝”的另一种表现是儒家提倡的“厚葬”。傅

山发挥墨家“节葬”的思想 ,指出这一“厚葬”陋俗不

是发自真情的“真孝”。“厚葬”至少有两大害处 :一

是从经济上“厚葬”浪费社会资源,“死而为天下害”。

是一种“贪其利禄”的欺骗行为。所以,“兴利之心无

厚葬也”。二是从社会上是不公正的。根据封建礼

教,葬礼是分等级的。“世之于亲,厚者过厚,薄者过

薄。”他主张葬礼要一视同仁 , 做到“厚亲薄 , 薄亲

厚”。如果以“厚葬”论孝,那么,“天下之贫乏子弟皆

不孝人矣。”这显然是不公道的。贫穷子弟只要以

“情真”葬父母,做到“厚亲是分之所当为”,不要贪图

孝名而倾家荡产,才是一种“真孝”。

“夫为妇纲”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精神枷锁。中

国古代以天地喻阴阳 , 认为天阳地阴 , 由阳尊阴卑

导出男尊女卑之说。傅山针对这种错误说法 , 批评

说:“曰:‘儒扶阳抑阴’。阳不劳扶,阴不劳抑也。⋯⋯

圣人爱阳亦爱阴, 恶阴亦恶阳。”(《杂著录·圣人为

恶论》) 傅山反对儒家“扶阳抑阴”, 重男轻女。认为

夫妻之间是“人性爱妻真”,完全建立在“真情至性”

基础上的 ,彼此相辅相成 ,平等相处。“圣人爱阳亦

爱阴,恶阴亦恶阳”,对于男女应如圣人一样,持一种

平等的态度。

封建礼教认为寡妇改嫁是一种“失节”行为 , 主

张宁可饿死, 亦不改嫁。李贽嘲笑不许寡妇改嫁的

腐儒是“不成人”,“大不成人!”傅山进一步发挥李贽

的观点 ,亦指出 :“‘饿死事小 , 失节事大’, 如此真有

饿不杀的一个养法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四十《杂记》五)

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。

李贽极力反对理学家的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

大”的道德说教 ,认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结婚 , 完全

没有必要遵守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。指出:“斗筲之

人 ,何足计事 ,徒失佳偶 ,空负良缘 , 不如早自抉择 ,

忍小耻而就大计。⋯⋯归凤求凰,安可诬也”(《藏书》

卷三) 。傅山十分赞赏燕方姬追求爱情、婚姻自由的

精神。赞曰:方姬“一恨爷娘拗,不许女随情;二恨爷

娘穷,无钱买妾命。”“郎若真有情,妾甘红尾生 ;郎

若真相弃,妾作黛柱厉。”表示她死后仍愿“黄泉有

酒妾当垆,还当郎来作相如,妾得自由好奔汝。”(《霜

红龛集》卷二《方心》)

在《犁娃从石生序》一文中 , 傅山冲破封建礼教

的重重束缚,大胆地歌颂了犁娃从石生的纯真爱情。

犁娃倚晋水之门 ,与石生“信宿而定盟 , 卒从石生以

归。”她从石生以归,一“不爱健儿”,二“不爱衙豪”,

“单爱穷板子秀才。”他们的结合完全是以爱情为基

础的。对这桩自由婚姻,“诸老腐奴啧啧于石生之泥

狎邪,而娃之何好饿死也”,而傅山则大“长穷板子志

气”, 赞曰 :“‘穷板子’三字 , 前此亦不闻之 , 始闻之

娃。细绎之,穷,不铜臭;板,亦有廉隅,非顽滑无觚棱

者可比,亦奇号也。仍欲大书‘穷板轩’三字,颜石生

回沟之居,何如?”同时,傅山十分同情为封建礼教所

杀害的妇女, 指出在他经历的五六十年中,“岫云以

从非其人( 委身于不良之人) ,抑郁而死;翠元( 名妖)

从西河( 汾阳县) 财虏( 土财主) , 无异屠沽儿( 屠夫、

卖酒者) ;弱娟( 名妓) 从袁生 , 不得终其盟 , 令挟邪

( 应为“狭邪”) 齿冷( 耻笑) 。甲申以来,金钟、折桂( 皆

歌妓名) ,以无名而皆能从其所归,狥( 徇) 国难。宋庄

以不得从李郎,恨其假母( 义母或养母) ,冤抑投环树

间( 于树间结绳上吊自尽) 。五台□□, 亦欲矢志张

生,张郎劣货,不为之周旋,而又为妒奴破败,不遂厥

志。”名妓阎雪梅“初欲披发为尼 ,不克。后力蘄从

良,事珸。不三年,珸殁,自经以殉。”对于“四方宁有

事,一死送良人”的阎雪梅的殉情行为,十分同情,不

但作《吾玉说孤庵》五言长律二首赞之,还撰文评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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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彼聪慧志趣, 生得其地, 视古名媛烈女奚异? ”

(《霜红龛集》卷十一《吾玉说孤庵》) 傅山对于这些

“不遂厥志”者“略为凤尘异人杂记 , 俾此辈不以不

幸终湮没无闻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十六《犁娃从石生

序》)

不论是李贽还是傅山 ,这种尊重男女之情和主

张婚姻自主的思想 ,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礼教

的束缚 , 但是他承认男女之情的价值 , 并依此对封

建礼教进行鞭挞,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。

三

明清实学家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修正 , 除了

由重视群体价值向重个体价值的转化外 , 还有一个

由“四民相分”、“重农轻商”(“尊士卑商”) 价值转向

“四民相混( 合) ”、“工商皆本”价值的转变问题。

在明清之际 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

的成长 ,“重农轻商”的传统观点在社会上受到了猛

烈的冲击 ,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“志于货利者 , 唯知

有货利而已,奉天下之物无以易吾之货利”(《刘子全

书》卷八) 。“凡是商人归家 ,外而宗族朋友 , 内而妻

妾家属 ,只看他所得的利息多少为轻重。得利多的

尽皆受敬趋奉,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矣”(《二刻拍案

惊奇》卷三十七) , 甚至为了获取财货而不惜“失孝

亲”、“忘忠信”。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这种新的人生

价值观念 , 必定会向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和“尊士卑

商”的价值观提出挑战。这是当时商品经济和市民

阶层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反映。这一人生价值

观念的转变 , 不仅为士大夫从商提供了理论根据 ,

也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 , 具有重

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。

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, 按照人们的不同社

会职业 ,将“民”分成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在“四民”之中 ,

“惟士为尊”,其次为农 ,而工商则处于“四民”之末 ,

且被看作卑贱之人 ,社会地位最低 ,称之为“市井小

人。”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主张四民“各事其事,

毋迁其业”,甚至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 , 其子弟不

得为官等。但在明清之际 ,随着大批“文人下海”而

在黄河、长江中下游十大商帮的出现 , 启蒙思想家

发挥许衡的“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”的思想,主张“男

子要以治生为急,农、工、商、贾之间,各执一业。”在

社会上出现了“四民不分”或“士与农商常相混”的现

象。正如明末归有光所云:“古者四民异业, 至于后

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”,商人子孙多“以诗书为业”,

“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? ”不少商人“为人恂恂,慕义

无穷 ,所至乐与士大夫交 ,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? ”

(《震川先生集》卷十三《白庵程翁八十寿序》) 从而打

破了“士者恒士”、“商者恒商”的传统理念。傅山在从

“四民相分”到“四民相混”的历史性转变中,也对“四

民相分”的观点提出了批评。他指出:

“山谷曰:‘四民皆坐世业。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

信友,斯可矣,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。有才气者出,

便当名世矣。’裴晋公训子曰:‘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

绝,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,则天也。’

名世不必作相, 相亦未必名世。诚能令书种不

绝绵绵,经史培植圣贤根蒂,耕食凿饮,饶足自贵,却

是天地间一种不可限量苗稼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

八《杂记三》)

在这里 , 傅山反对士大夫的“四民皆坐世业”的

陈腐观点 ,极力主张把“士”从“读书—做官—名世”

的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。他认为“作相”与“名世”之

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。“作相”可以“名世”,

不“作相”也可以“名世”。“名世”可以通过各种途径

和不同职业来实现。他把“读书”与“治生”结合起来 ,

主张“书种不绝绵绵”,通过阅读经史子集可以“培植

圣贤根蒂”,但在读书的同时 , 也要脚踏实地从事农

耕或工商,方可做到“耕食凿饮,饶足自贵”,这才“是

天地间一种不可限量苗稼。”从而为士大夫开辟了

一个无限发展的空间。

傅山的“读书”与“治生”相结合的观点 , 是明清

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的反

映, 是实学家的共同人生价值取向。晚明高拱针对

理学家分割“读书”与“治生”的错误做法 , 主张“士”

不论治国还是齐家都必须具有“生财之道”的能力 ,

认为“人自为生,苟无以治生,将遂粒米立锥之无有,

父母妻子且饿以死,亦岂生人之理乎? ”所以,“治生

之说,亦未可非也。”(《问辨录》卷六) 清初唐甄认为

自己“以贾为生”,“人以为辱其身 , 而不知所以不辱

其身也。”(《潜书·养重》) 全祖望主张“为学亦当治

生。”(《先仲父博士府君权厝志》) 钱大昕亦主张“与

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 ,毋宁求田间舍而却非礼

之馈。”(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八《养生》) 在他看来,

“士”只有通过“治生”获得经济独立 , 不求“不义之

财”,不取“非礼之馈”,方可保证人格尊严。陈确认为

“勤俭治生才是学人本事”,学者应有二事,即“读书”

与“治生”。他指出:“确尝以读书、治生为对,谓二者

真学人之本事, 而治生尤切于读书。⋯⋯唯真志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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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 ,则必能读书 ,必能治生。天下岂有白丁圣贤、

败子圣贤哉! 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

养,而待养于人哉!”(《陈确集·文集》卷五) 明清之际

的实学家把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建筑在“治生”之上 ,

含有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萌芽 ,是难能可贵的。从人

生价值观念上,将“读书”与“治生”结合起来,从而为

“士”投入商品经济大潮,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,奠

定了思想基础。

要推动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发展 , 除了从价值

观上拆除“士”与“治生”之间的思想壁垒外 , 还必须

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市井商贾的社会地位。在“重农

抑商”的封建社会中,“士”最受人尊敬,最有理者,而

市井商贾则最受人歧视 ,被视为“市井贱夫”, 最“无

理者”。傅山在《杂著录·圣人为恶篇》中,指出:

“理无理无理,无理亦无无理理。理无理无理者,

无理,其不读书也;无理无理者亦无理,其徒读书也。

读书者闻是言也 ,嗓之曰:‘市井贱夫 ,无理者也 , 足

以治天下耶? ’曰:‘市井贱夫 ,最有理者也 , 何得无

理之! ’”

在这段对话中 ,傅山根据他的“无理胜理”、“无

理而后理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, 站在重商主义立场

上 ,针对腐儒的“市井贱夫 ,无理者也”的观点 , 理直

气壮地提出了“市井贱夫 ,最有理者也”的命题。异

端思想家李贽在《答耿司寇》一文中,极力称赞“市井

贱夫”的“有德之言。”他说:“市井小夫,身履是事,口

便说是事。作生意者 ,但说生意 ;力田作者 , 但说力

田,凿凿有味,真有德之言,令人听之忘厌倦矣! ”傅

山尊李贽为卓老,他的“市井贱夫,最有理者也”的命

题,正是李贽“反常之论”的进一步发挥。在《圣人为

恶篇》中,傅山自设宾主论证说:

“曰:市井贱夫,无理者也,足以治天下耶?

曰:市井贱夫,最有理者也,何得无理之!

曰:彼为利而己,安所得理?

曰:贩布者,不言缯糟于布之理也;贩金者,不言

玉精于金之理也。缯者、玉者如之,焉得不谓之理!

曰:理,天理也。吾穷理而意必诚,心必正。彼知

天理乎? 意亦诚乎? 心亦正乎?

曰:适吴、越者,不肯枉于燕、齐,心奚翅正?期销

者,不折阅于铢,意奚翅诚?

凡金 , 玉、布、缯 , 物无贵贱 , 生之造之 , 莫非天

也。天生之,天也;人为之,人所共天也。所共天而精

之,不翅精于记诵糟粕之鄙夫也。记诵糟粕之夫,之

于其口中所謰謱天者 ,犹谚之所谓浑沦吞枣也。其

于糟粕臭腐, 犹谚所谓咬冻矢而甘之, 油滋易不出

也。”(《傅山全书》一)

在这段对话中,是围绕着“什么是理?”这一中心

而展开的。宋儒指责“市井贱夫,无理者也”,是以程

朱的“天理”论为根据的。程宋认为宇宙本原是形而

上之“理”而非形而下之“气”,是“理在气先”,而傅山

则认为是“气在理先”。他批评说:“老夫尝谓:气在理

先,气蒸成者始有理。山川、人物、草木、鸟兽、虫鱼皆

然。若云:‘理在气先’,但好听耳,实无着落。”(《傅山

全书》一《理字考》) 在“气在理先”的基础上 , 傅山进

一步对“理”的本义作出了新的阐释。他认为“理”这

一概念虽源于先秦典籍 ,但《孟子》“用理字处 , 傻生

动,何尝口龈牙辪也!”(《傅山全书》一《理字考》)《礼

记》言“理字多矣,亦不觉甚厌人。乃知说‘理’字亦顺

其人何如耳。”(《傅山全书》一《理字考》) 只有《庄子》

“庖丁解牛”故事“善言理者,莫妙于庄子。”(《傅山全

书》一《圣人为恶篇》)“韩非曰:‘理者,成物之文也’,

解理字最明切矣。”(《傅山全书》一《理字考》) 所以,

傅山发挥韩非以“成物之文”释“理”的思想 , 认为

“理”就是事物的文理、纹理或条理。“物之文理缜密

精微者 ,莫过于玉 ,故‘理’从‘玉’。玉 , 几于无理者

也,言其细也。⋯⋯有文而后见理。”(《傅山全书》一

《理字考》) 从“以文解理”的观点出发 , 他认为“市井

贱夫”既懂商品的结构、质量和制造之理 , 又善于分

析市场形势、熟悉各地产品及行情,最懂得商品流通

之理。不管是“天生之”的自然之物还是依据自然之

理“人为之”而成的“人所共天”的物品,都是“依乎天

理”、“共天而精之”成的。这种“天理”是“市井贱夫”

最通晓的。从“市井贱夫”的这一“天理”观出发,傅山

认为宋儒所宣扬“穷理而意必诚、心必正”的“天理”

观,不过是“记诵糟粕之鄙夫”的“浑沦吞枣”而已,完

全是一种“咬冻矢而甘之”的“糟粕臭腐。”“市井贱

夫”与“记诵糟粕”的儒生相比 ,不仅是“最有理者”,

而且“足以治天下。”

要正确评价“市井贱夫”的社会地位 , 还必须以

如何摆正“义”与“利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关系为前

提的。在傅山的自设宾主的问答中表明, 宋明理学

家所以贬低“市井贱夫”,是因为他们只“为利”而不

“得理”。所以,傅山基于他的自然人性论,对宋儒的

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道德说教提出了猛烈的批评。他

认为满足人的饮食男女的自然需求, 是完全正当合

理的,切不可人为地用“去人欲”的种种说教压抑它。

傅山针对宋儒的“正谊不谋利 ,明道不计功”的空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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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法 , 发挥先秦墨学和宋代陈亮的观点 , 指出 :“义

者,宜也。宜利不宜害,兴利之事,须实有功,不能徒

以志为有利于人也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五《墨子·

大取篇释》) 在这里,傅山从义利统一的观点出发,认

为“义”即是“宜利”,即是“兴利之事”。“兴利之事”

要求有实功实效,极力反对“不谋利”、“不计功”的空

谈之论。如果离开“利”与“功”而空谈“礼义”,那就是

违背人性的“鄙儒”之流。在他看来,“天下之利弗能

去也,如墙也者,人所依以为庇者也”。圣人若爱民,

应“使仓廪实而知荣辱,故尽受一世之人,使食其力,

而弭盗必也。”(《霜红龛集》卷三十五《墨子·大取篇

释》) 如果只讲仁义 ,不讲“以富生人”, 不讲“利人”,

就不能称之为圣人。他发挥《大学》中的“财聚则民

散 ,财散则民聚”的思想,指出:“何以聚人?曰:财。自

然贫士难乎有群矣 ,家、国亦然。故讳言财利者 , 自

是一教化头骨相耳。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 , 大容易

做也。”(《孙郅藏傅山手稿照片》) 把“义”与“利”、“天

理”与“人欲”有机地统一起来,由重道德价值向重物

质价值的转化,含有“近代指向”的启蒙意义。

只有从职业和道德层面上冲破“四民”之说的

世俗偏见 , 才能真正提高“市井贱夫”的社会地位 ,

引导大批士人投入到商海中来 ,从而改变了“四民”

排列的内部结构。傅山不仅为“士”注入了新的“治

生”的价值观,而且还提出和论证了“市井贱夫,最有

理者”的命题 ,从而推动了山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在傅山逝世 40年后, 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公元 1724

年上奏雍正皇帝的折子中指出:“山右( 即指山西) 积

习,重利之念甚于重名。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,

其次宁为胥吏。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。”(《雍

正朱批谕旨》第四七册) 从“士”为“四民”之首变成

“商”为“四民”之首 ,“读书应试”已排在“商”与“官”

之后了。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。

正是这一转变 ,才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

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动力和有利的发展契机 , 其历史

功绩是不可低估的。

明清之际实学家的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 , 有其

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渊源。一方面从 16 世

纪开始 ,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, 在长江

和黄河流域诸省 ,封建社会母体中已经孕育出资本

主义的生产萌芽 ,从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

中已经分化出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和以工商业为主

体的城市,商品经济相当发展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

充分发挥个体的平等竞争机制 ,引进自主意识和商

品意识,提倡个体价值和平等理念,才能充分发挥个

体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, 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。由

重道德价值向重物质价值、由重群体价值向重个体

价值的转变, 正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

民社会竞争机制的反映。另一方面, 如果没有明代

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冲击和揭露, 使封

建道德的虚伪性和程朱理学价值观念的不适应性得

以充分暴露 ,以李贽、黄宗羲、唐甄和傅山等人为代

表的实学家也就不可能从佛教中吸取“人人皆有佛

性”的平等观念与王阳明的“满街都是圣人”的思想,

铸造他们的新的价值学说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 明清

之际实学家的价值观念的转变, 也是儒学传统价值

观念衰颓的必然产物。

(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、国学院教

授,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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